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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基础教育变革与知识分子 

诗词知识体系的重构 

周明初 谢文韬
1
 

【摘 要】：近代知识体系朝着多元、专门的方向演进,知识分子也有“一般”与“专门”的分化,诗歌知识的意

义也随之剧变。古代普遍被知识分子视为身份标志的诗歌创作,到了近代却在一般教育的制度中被轻视,而诗词相关

文学史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开始变得重要,不同时期的教科书设计也按照这个倾向改变。其结果,一般知识分子普遍缺

乏诗词创作的基本知识,但往往具备诗词史知识。诗词创作知识不再不可或缺,而诗词史知识却取而代之,成为了一

般知识分子知识体系必要的构成部分,这种知识结构在近代一般知识分子的诗词实践情况中得到了体现。了解近代

诗词教育与一般知识分子的诗词知识结构,有助于对近代重要的文学人物及文学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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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对中国古代识分子阶层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之一便是身份认同。作诗往往被视为士人知识世界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划分开来。相较之下,与诗词相关的文学史,虽历来有人研究,但并非每一位知识分子必须关心。许多研

究者通过文学史宣扬某种观念,从而指导创作,落脚点仍在创作上。然而,随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知识分子的知识

体系朝着多元、专门的方向演进,知识分子也有了“一般”与“专门”的分化,士人之学不再至高无上,其它各种知识都被纳入知

识分子的知识体系。相应地,在教育制度中,也出现了“基础”与“专业”的层级区分。只要接受较完整的基础教育,即可成为一

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在此之上接受专业教育者则是“专业知识分子”。诗词知识也在教学中被“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

的概念切割,诗词创作似乎不能再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服务了,至少显然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必备技能。但很少有人对这一变化

的具体过程予以关注,目前的文学史也只笼统归因于新文化运动。诗词对于近代不同时期一般知识分子的具体意义何在?近代知

识分子在不同时期,更倾向于以哪种具体方式对待诗词?要得出清晰的结论,就必须考察当时知识分子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诗词

知识的情况,而不只关注高等、专业教育。 

尽管近代文学基础教育已是学界热点,学者们或从学制入手探讨近代文学教育的制度化,或从近代的教材和课堂入手探讨近

代文学教育方式之变化。诗词作为文学的一部分,自然被这两类研究涵盖。但这些研究仍不能回应上述问题。抛开许多研究偏于

微观且仅将诗歌视为文学的一类来考察而忽略了其特殊性质不说,即便专门针对近代诗歌教育的研究也还有许多值得深挖之处。

其中关键处有二,一是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就教学而论教学,仅仅讨论近代诗歌教育的目的以及教材对诗歌课文的编选等问题,而

未从对知识分子的知识世界构成之影响的角度予以关注,未论及诗词作为一种多向度的文学资源,在民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中,

究竟应该如何使用,不该如何使用。二是这些研究对接受者不够重视。无论是学制还是教材、课堂,其最终都要影响到作为接受

者的人,学制变革与教材、课堂的变革,对教育的人的表现,究竟是否真的起到了影响?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接受这样的变革教育的

人,他们在实践层面和观念层面是如何对待诗词的?除开少量的精英知识分子以外,诗歌对近代的一般知识分子群体究竟是起到

一种怎样的功效? 

因此,本文拟对近代文学教育变革与知识分子的诗歌实践之关系做更加立体深入的研究。既探查教学制度层面对诗歌实践规

定的变迁,又讨论近代教育的载体之中,对诗歌实践的规定及其实施过程,更重要的是还将对近代一般知识分子进行诗歌实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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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进行研究,从而看这些接受近代教育的一般知识分子的诗词知识。通过三方面的相互印证与补充,得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由于本文讨论的重点在于“一般知识分子”而非“专业知识分子”及对应的教育阶段,故为了讨论方便,可以基础教育界限

产生较大变革的事件为界,将时间分为三段,分别是从“癸卯学制”颁布到辛亥革命为止的清末、从民国成立到“壬戌学制”颁

布学制之前的“民国前期”以及颁布之后的“民国后期”。在这三个阶段中,除去那些层级较低的专业学校外,通常中学堂教育、

中学校教育、高中普通科教育及其同等水平分别被视为“一般教育”的最高层次,接受了这一层次教育者为“一般知识分子”,

基本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情况。 

一、近代教学制度对一般知识分子诗词知识体系的规定 

科举废除试帖诗,从时间上看固然是清末最早在制度上针对诗歌创作做出的变革,但很难说具备重要意义。因为试帖诗本身

便是在清代乾隆时期才回到科举制度中,此前尽管科举考试中无试帖诗,但作为士人身份的一种标志,诗歌仍然被包含在知识分

子阶层的培养过程中。在制度上有意义的根本变革的开始,应该是“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中的一些规定: 

外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古人弦歌学道之意;惟中国雅乐久微,势难仿照。然考王文成《训蒙教约》,以歌诗

为涵养之方,学中每日轮班歌诗……每日遇童子倦怠之时,歌诗一章,择浅近能感发者令歌之。今师其意,以读有益风化之古诗列

入功课……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诵读既多,必然能作,遏之不可,不待教也。(1) 

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今拟除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

此者研究外,至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则明定日课时刻,并不妨碍他项科学,兼令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以代外国学堂之唱

歌音乐,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
(2)
 

尽管第一条是出自《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但整个中等教育的情况其实类似,如果查看《钦定中学堂章程》中的“词章”课

程规定,可发现四年的安排分别是“作记事文”“作说理文”“学章奏传记诸文体”“学词赋诗歌诸文体”(3),相对于前二年明

确标明的“作”,第四年对诗歌这一文体仅仅只强调“学”。同时,张之洞等人在规划制度时声称学堂内不宜作诗的原因是“以

免多占时刻”,而联系到他以前诸如“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勿为钩章棘句之文,勿为浮诞嵬琐

之诗,则不至劳精损志矣”(4)之类的论述,可知诗词创作在制度制定者看来已是一种无用之术。 

在这次的学制改革中,诗歌的道德教育功能受到重视,但实现道德教育的方式,只是诵读而非创作。虽然这种观念不算新鲜,

但官方以此明确在教学中禁止诗歌创作则应是首次。这次改革在制度层面大幅削弱了诗歌创作的地位。站在官方视角,“有益教

化”的诗歌诵读无疑比“浪费时间”的诗歌创作的地位更高。 

进入民国后,虽然政府发布的学制文件中明确关于诗歌的内容不那么显眼,但制度制定者的意见仍然明确。曾任教育部长的

蔡元培在民国之初有言: 

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

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

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5)
 

蔡元培作为彼时政府教育官方代表的此种言论,再加上民国初年各类教科书中诗歌作品的增加,让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

诗歌的审美特性重新被重视的年代。这种观点并不能说就错,但忽略了一点即这种对审美的重视,其实仍然要居于对教化的重视

之下,只是教化的指向,从以前的封建伦理道德,转换为了近现代意义的道德范畴,如爱国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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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虽然强调了诗歌对“美育”的作用,但仍认为“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

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修身,

德育也,而以美育及世界观参之”
(6)
。 

虽然诗词所属的“美育”地位有所提高,但在任何科目中仍然居于一种次要的、附庸的地位。同时,对诗歌“美”的重视,并

不代表诗歌创作就能因此获得重视,反而与清末那种认为诗歌只需诵读而不必创作的看法一脉相承,且这种看法在民国初期仍然

很有市场。如民国六年(1917)号“抱鲁”的近代教育学家、时任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校长缪文功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中等学

校学生学诗问题》一文,其中有两段立场鲜明的话: 

学校言诗,当合乐歌为一。生徒无一不能歌,即其无一不能诗也。能歌即能诗,不必其作诗也,能歌诗可耳。 

诗者,陶冶生徒之教具也。我国教育,古代以礼乐并教,乐亡,而美育失。赖有文学维系其万一。诗为文学之最美者,若并此而

弃之,是舍其本矣。愚以为诗当学,当合于乐歌而学之。生徒求能歌诗,不必使之作诗也。(7) 

尽管承认诗歌的审美特性,但这种审美特性仍然是从“陶冶生徒之教具”的立场被审视的。该文从教化的角度出发,推重

“自然合于音韵,故皆可被之管弦”的里巷谣谚,而贬低文人学士的诗歌创作,特别是把诗歌创作视为文士身份标志的行为: 

后世视诗为文人学士之绝艺,非此则群鄙为俚俗,而诗与歌乃两歧,故诗之本意日失。风云月露,俪红配白,遂乃标名为词章,

而不许未学者窥其蹊径。因之诗有派别,与古愈趋愈远。遂亦与伦理之本务论、德论,渺不相涉。(8) 

显然,在作者眼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象征的诗词创作,并不能在近代的一般教育中发挥出道德修养功能。事实上,当时

类似的言论不在少数。可见民国初期,尽管具有审美特性的诗歌受到了重视,但教育者仍只是把诗歌的审美特质看成是有助于教

化的。不同人的论述、设想或有不同,但实际不过是想撇开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而实行一种新指向的教化,并未与清末有本

质差别。因此,由于诗歌创作历来被视为旧日文人的身份标志,与彼时的教育所追求的道德性与普遍性相抵触,依然不被鼓励。 

相应地,此时基础教学的学制和课程设计中,也没有特意提到诗歌。整体的诗歌教育地位尚且如此,诗歌创作教学的情况就更

加可想而知,当时部分人对教育体制持反对态度就是出于“自学校既兴,鄙辞章为无用,而文章之趣味日漓。粗犷疏陋,中等学生

尤甚。四声且不别,遑云文学也”(9)的现状,可见在当时中小学校对诗歌创作的最基本的知识都少有教授。不过,民国前期的学制

课程设计仍有值得关注之处,那就是文学史在中学教育体系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根据民国初年(1912)《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实施规则》,“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

学史之大概”(10)。而民国二年(1913)《中学校课程标准》,第四学年(即最后一学年)的教学内容中也明确要求包含“中国文学

史”(11)。虽然在清末的教学内容中也有对文章源流的教学规定,但在制度层面如此明确地将“文学史”作为一般教育中的必学内

容是尚未有过的。而在文学史的讲授中,诗词是否包括在内,占据多少分量,这一时段的官方文件并未予以明示。不过似乎在时人

眼中,文学史理应包括诗歌,钱基博就曾明确将“唐人之诗”划为文学史中的一部分。(12) 

民国后期,教学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对于诗词创作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鲜明地排斥,而是“文学作品,凡小说、

诗歌、戏剧、各种散文,皆可令学生试作。其有特别天才者,当就其性情所近,指示他多读名家作品,以作模范。”
(13)
“文学作品,

凡小说、诗歌、戏剧,皆可令学生试作”。(14)不过,这些文件里所谓的诗歌,既包含了传统的诗词,也包含了诞生不久的新诗。而

虽然极少数有天分者已经被鼓励进行创作了,但并不在一般教育的要求之内,诗词创作在教学中仍不重要。 

另一方面,文学史在国文教育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官方的教育文件多次提到中学生应该学习文学史,且要求进行专

门的研究训练,“专题研究,须提倡材料的搜集与排比、修理的训练,证据的批评等等习惯”
⑧
提出研究题目,由学生搜集材料,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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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论文”⑨。甚至还与毕业相挂钩,如民国十八年(1929)《高级中学普通科国文暂行课程标准》中“毕业最低限度”就标示“能

于中国学术思想、文学流变、文字构造、文法及修辞等,有简括的常识”⑩。同时,在教学设计中,文学史往往被放在第二学年,由

于在民国后期的国文教育中,被放在第三学年而作为最后目标的“学术源流”已经超离了文学的范畴,因此文学史实质上是此时

一般文学教育中最重要的“终极”部分。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近代诗词教育在制度层面发生的巨大改变。传统上作为文士身份象征的诗歌创作,与一般教育的理

念相抵触,被排斥在一般教育阶段之外。而文学史自民国初期被规定为普通国文教育的内容之后更加被看重,在民国后期甚至成

为一般文学教育中最高层次的部分。 

但是,文学史教育并不必然包含诗歌,不同时段诗歌在其中占据多少地位,民国后期诗歌相关的文学史教育是否诗歌教育的

最重要部分,而不再是诗歌创作或其它,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制度层面的资料,似乎不足以解答。为此,有必要考察教育制度的载体

——教科书的情况。与此同时,教育制度虽然处在最高层次,但各种制度规定究竟有多少能够在教育设计中得以体现,具体如何实

施,都需要通过考察作为载体的教科书才能有明确的答案。 

二、近代教学载体与一般知识分子诗词知识体系之形成 

清末民国时期,各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段出版过的教材极多,无法进行全面的论述,只能选取每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考

察。同时,不同教科书在那个新旧杂陈的年代差异非常之大,一些趋于保守的教材,与传统的选集并无多大区别,而趋于创新的教

材则形式多样。但这种差异化,较之前代的一致性,本身已是一种巨变。 

而且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政府对教科书的管控从宽松渐趋严格,对于各种教科书时常进行评论,出版机构也会根据官方的评

论意见进行修改调整,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教科书的面貌仍然紧密联系着当时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制度,而以下主要考察的趋于

创新的教材虽然并不一定在当时占据绝对主流地位,却体现着一种明显的突破。 

清末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中除去被经学化了的《诗经》及可被视为文章的《楚辞》中的作品外,没有诗歌,遑论诗歌创作相

关的内容。这与这些教科书中对文章创作重视的言论,如“学生至入中学堂,多读经书,渐悉故事,此时急宜授作文之法”(15)“本

书所选之文,各类略备,使读者稍知其门径”(16)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清末的教材中,已经明确提及了文学史的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文明书局出版《中学文

粹》,由许贵、苏民编纂。在介绍这本教材的体例时,就有“以次搜辑可以考见体制之变迁,亦研究文学史之一助也”
(17)
的论调。

联系到此时教材中没有诗歌的事实,可以看出此时普通教育中的文学史观念不包括诗歌。 

民国前期,不少教科书开始将诗歌选入,但并不是为了教人创作,其目的在教化。这从一些教科书中的前言就可以看出: 

诗歌者,古人所以涵养性情,宣导血气,不仅作文字美术品观也。故兹编所辑,略择著名之诗歌附焉……其在三代以下,六朝以

前之古诗,有篇幅短而词义浅,足以起学人之情兴者,又多先录于编。(18) 

诗者,韵文之一,其起先于无韵,虽分流已久,而察其组织,犹深相出入。陶冶性情,又匪是莫赖。倚声乐曲,则诗之流,虽勿责

校生仿制,要不得不闲事诵习。(19) 

尽管编者意见有所不一,但都从教化角度而论,不支持创作。而在一些具体设计上,也可以看出对诗歌的轻视。如刘宗向《国

文读本》中,对诗歌的编选采用的方式是“兹除甲集付以咏史诗词外,略取名篇,别为一录……付装二册三册之末”(20),仍然是一

种区别对待。而在具体的教学时间,这种轻视更加明显,在第二、三学年分别要求“以一十七小时授今体诗五十七首”“以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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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时授古体诗三十三首”②,这相对于“以三十四小时授唐文二十首”“以三十小时授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十九首”“以二

十六小时授西汉文十四首”③等,显然过于短暂。此外该教科书还特别标示“凡仿作国文,一时不足,可将其时间支配于某日之末,

以便延长”
④
,唯恐时间不够,与对诗歌创作的无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民国初期,诗歌虽然进入了教科书,但仍无关于创作,而对

诗歌史知识,定位仍不明确。 

民国后期的教科书,最明显的特点,是诗歌明确成为了文学史教学的一部分。不同的教科书从不同的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点。

首先,由于政府纲领对教科书的约束越来越强,编者也有意在教材中强调文学史的观念,这从许多高度雷同的“编辑大意”中就

可看出: 

本书选材,遵照部颁修正课程标准所定之原则,顺文学史发展之次第,由古代以至现代,选取各时代中主要作家之代表作品,

使学生对于文学源流及其发展得一有系统之概念……(21) 

本书共六册,依据课程标准教材大纲第一项之规定,由古代至近代,选取代表作品,使学生对于文学之源流及其发展,得有一

系统之概念。(22) 

本教科书以第三、第四两册为一圆周。此两册以“文学源流”为中心,自周秦至最近,各选其一时期之代表作若干篇。(23)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综述性的内容中,诗歌往往也包括其中,教育部编审会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高中国文》中所言“本

书课文排列之次序,于顺时代之中,并设法使论说与记叙,诗歌与散文,互相间错,以免板重,单调,而增进教学之兴趣与效率”(24)

即是一例。 

其次,诗歌被纳入文学史教学体系,也可从课文的编选、注解中看出。如宋文翰、张文治编《新编高中国文》,按照严格的文

学史次序编选课文,第一册专为先秦及秦汉,第二册专为汉魏六朝,第三册专为唐代等,而诗歌也处于这样的划分之中。虽然编者

的说法是“诗歌与散文,互相间错”,但这种“间错”,本身却体现出了文学史意识。第三册在编选唐代诗歌时,初、盛、中晚唐

三个时代的作品被明显地分割开来。而该教科书对于诗歌作品的解说,也是从文学史意义的角度出发的,文学史内容往往被放在

题解的开头,如: 

诗三百篇,虽间有长短句,然皆以四言为主。汉至南北朝间,五言诗始起而代之。今选此时期之诗十首。首为曹操之四言诗一

首,乃三百篇之遗响,次为曹植、阮籍、左思、陶潜诗五首,皆五言之极则;又次为二谢、沈约五言诗三首,其诗工于锻炼,多对偶,

已开唐以后律体之渐;鲍照七言诗一首,则为唐以后七言诗之所取法也。
(25)
 

宋初诗体,尚不脱唐人窠臼,当时杨亿刘筠辈,均宗法李商隐。号西昆体……及后梅尧臣欧阳修出,力崇古淡,诗风乃一变。至

苏轼黄庭坚,为宋诗极盛时期……本篇所选,即为宋初之西昆体,及苏黄二人之作。(26) 

教科书里的这类论述,本身无任何新意,但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它将完整的文学史知识,从部分士人知识世界的构成成分,转

换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进入普遍受教育者的知识世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对诗词相关文学史的重视,还体现于一些教科书的习题。如胡怀琛选注、叶楚伧主编的《新课程标准适用高级中学国

文》的三、四两册,诗歌课文后面和文学史相关的习题极多,且内容相当多元,已经远不止是单纯针对一种文体的纵向变化而发问

了,文学史层面的各类问题都包括其中。有要求实证的问题,如《古诗十九首》课后第 2题“指出某几首确为东汉时人作”(27);有

要求探讨诗歌内部流变的问题,如《陶渊明诗》课后第 2题“略述陶诗与后世诗歌之关系”②,《古诗十九首》课后第 3题“略述

十九首与后世五言诗之关系”③等;也有针对文体之间互动的问题,如《白居易诗》课后第 2 题“问白居易之诗,是否取法于周秦

诸子之‘寓言’,将散文改写为韵文”
④
;还有针对文学与诗歌时代之关系的,如《杜甫诗》课后第 3 题“略论杜甫诗与其时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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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⑤。显然,这些习题是对于教学制度中要求培养文学史研究能力的呼应。 

由此可见,当时教科书在诗词史教学方面的要求已然不低。这些诗歌课文的选入,也是以帮助学生了解文学史为目的。民国

后期的诗歌教学,主要是教授文学史,发掘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而对于诗歌创作的教学地位虽有一定提升,但仍被定位成一种“超

纲内容”,是对应“极少数的天才”而不是一般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远不如诗词的文学史。在大多数教科书中,不会针对诗歌创作

进行专门讲解,即使少量教科书有关于诗歌体式和格律的基本知识,也只是为了“文章体式”的教学,并且内容简略,往往只占据

一节课的量。而在习题方面,虽然一些教科书确实有要求诗歌创作的习题,但不仅数量稀少,限制也非常多。以前面提到的两部教

科书为例,《新课程标准适用高级中学国文》中的诗歌创作的习题,只出现在以“文章体制”为主的第一、二册中,数量稀少,且

不是每篇诗歌课文后面都有这样的习题。 

而《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更能说明问题。前四册都有不少诗歌创作的习题,但绝大多数特别限制要用“新体诗”或“散

文诗”的形式,如“劫后的沈阳(新体诗一首)”“取苏轼水调歌头意作散文诗一首”(28)。相较之下,没有进行限制的诗歌创作题

目在前四册中只有 7 题。考虑到该教科书绝大部分的诗歌其实是古诗词,但其所对应的习题却多新诗创作,其对诗词创作的限制

就更显而易见。 

而在彼时一些教科书的编者同时编纂的一些“教学法”类指导材料中,更能明确看出诗词创作教学定位远不如其文学史教

学普遍。如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中写到“高中国文教学目的”中明确表示过“培养极少数的天才生能仿做古文、诗歌及其

他文艺”(29),同时还声称“无论是哪种文艺练习,都是不宜在课堂内关起门来做的……文艺作品,只能让几个优材生在课外去自

由练习,不能教一班学生在课内练习的”⑧。 

又如蒋伯潜在《中学国文教学法》中说“旧式的诗词,也不易学,高中高年级或可偶一为之”
(30)
。相较之下,重视文学史却是

这些指导书的共同点。如蒋伯潜《中学国文教学法》中就认为“评论文章诗词,非中学生所能胜任;但文学流变、艺林珍闻,有已

于讲习时熟闻之者亦不妨令学生记录之。但此类题目,以用于高中为宜”⑩,而在其列举的题目中,关于诗歌的不在少数,如“《诗

经》与《楚辞》”“李杜在唐代诗史中的地位”“词的起源”等。 

至此,可以大致理清出近代普通教育中诗歌内容的变化,创作教学与文学史教学呈现此消彼长之势。但上述考察仍不够充分。

因为无论是学制层面还是教科书层面的考察,都只是从施教的层面来进行考察,并没有顾及受教者。如果施教者的设计不能够真

正落实,就无法变为实际的影响。事实上这种理想与实际的分离在近代并不罕见。而想要知道事实情况,确认诗歌的文学史知识

是否真的取代了创作知识,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知识体系中关于诗歌最重要的部分,只能对当时受教育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实际表现

进行考察。 

三、近代一般知识分子诗词知识体系的实际表现 

在谈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诗歌水平时,最容易想到的,是一些近代知名的文学人士。在以前,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属于一个具有共同基础框架的知识世界,并无专业与一般的相对性,因此很大程度上精英知识分

子的文化水平与非精英知识分子只有一种量的差距。但在近代随着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专业与一般的分化,专业知识分子与一般知

识分子之间的知识更多已经是一种质的差异了。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遭遇往往是不普遍的,如在某方面幼承家学等。因此,想还

原民国知识分子的普遍面貌,就应当将目光从精英知识分子身上移开,而考察那些与广大的一般知识分子相关的材料,比如 20 世

纪 30年代左右各中学学校的校刊。 

将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各中学学校的校刊作为着重考察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从年龄上看,大部分 20 世纪 30 年

代的中学学生,从出生到上高中,接受的是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思想影响下的教育,其知识世界是近乎完全在近代教育体系下构

建的;而在此之前的知识分子,虽然可能在中学时期接受的是近代教育,但在更小的时候却很有可能受到过传统教育的影响,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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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世界的构成并不是完全近代化的,自然不适合用来作为考察民国知识分子知识世界的样本。事实上,在 30 年代之前,以及出现

了一批刊载中学生诗词作品的文学类刊物,而这些作品普遍并没有特别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些校刊,有的是由学生自主办理,稿件的撰写和选用全是校内学生自己进行;有的则是师生共同办理,蒋伯潜也

曾经特别提到“有些学校里,有校刊,有校友会刊,有各级级会的壁报,前两者大都有教师主持,但也须征集学生的稿件;后两者则

照例由学生主持,教师不过处于指导顾问的地位。这些刊物,除负责编辑的学生之外,教师须鼓励其余的学生踊跃参加”(31)。不过

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的校刊上,师生的文艺作品都是不会少的。正是这些文艺作品,让我们能够考察那个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诗歌

水平和诗歌知识构成。 

从这些报刊来看,最直观的是学生们创作旧体诗的情况似乎并不少。许多刊物刊载的旧体诗稿件数量较之其它文体并不在少

数。那么这些校刊究竟展示了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怎样的面貌呢?不妨先以《津汇月刊》为例进行考察。此刊由天津汇文中

学学生自治会主编,专门刊登本校师生的作品,以学生为主。彼时该校虽然与其它中学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但至少在天津这样

的大都市,教学水平的底线不至太低。但以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第 8期为例,该期刊载的全部近体诗及词如下: 

桐叶凋落秋将老。北雁归时,黄花映残桥。清夜悠悠怎魂消。圆月偏向愁人照。把袂联床忆旧宵。气味相投,笑声怎得杳。

就恨新愁望谁道。多情却被无情恼。(32) 

莫笑垂髫者,头角亦峥嵘。将来成峻业,今日此后生。小挫何须虑,且开我剑锋。只俟羽翼满,一直捣黄龙。(33) 

寒冬寒夜起寒风,一般凄凉大地同。为此愁情谁遣得,奋拳拔剑对孤灯。(34) 

杜鹃声疾乱。絮败花残。料峭秋风春已阑。蝶愁蜂悲无情思。不忍偷看。垂下晶湘帘。默默无言。娇花碧草柳含烟。曾几

何时荒凉象,刹那时间。(35) 

东篱傲骨自凌霜,冷艳孤标异众芳。谁说有心矜晚节,本来体魄不寻常。(36) 

寂寥凉夜傍篱栽。那怕凄风苦雨来。堪笑繁花何处去,不闻桃李带霜开。③ 

这些作品抛开水平不论,可以看到有许多明显的声律错误。第一首《蝶恋花》应用仄声韵,但“桥”“消”“宵”三字用了

平声,且第一、三、四、五、六、八、九句出律。第二首《感怀》“嵘”“生”二字与“锋、龙”二字不在一个韵部,也非邻韵,

明显押韵错误,且第二句失对,第三句失粘,第四句出律,第六句孤平,第七句出律。第三首《寒冬》“灯”字押韵错误,且第二句

出律。第四首《浪淘沙》“乱”押韵错误,“帘”字严格来看也押韵错误,且第一、三、四、六、九句出律。最后两首《咏菊》

没有错误。可见这几位学生并没有诗词创作相关的最基本的知识。 

事实上,这种显示出创作者没有基本诗词创作知识的情况在《津汇月刊》以及许多其他学校的校刊中都广泛存在。在笔者所

见的《津汇月刊》中,民国二十三年(1934)第 1期刊载近体诗和词共 11首,其中格律错误的有 9首,第 2期 9首中有 4首出错,二

十四年(1935)第 3期、第 4期以及第 5-6期合编各有 6首、4首、3首全部出错,第 7期没有相关作品,第 8期 6首中有 4首出错。

二十五年(1936)第 12期没有相关作品,第 13期 10 首中有 9首出错,第 14期 7首有 1首出错,二十六年(1937)年第 15期 15首中

有 7 首出错,第 16 期 11 首中有 5 首出错,第 17 期 7 首中有 6 首出错。从如此高的出错率来看,汇文中学的诗词创作者缺乏创作

的基础知识则毫无疑问,且数年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着,没有改变。其它的许多学校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位于四川成都的天府中

学发行的《天府中学校刊》中,5期刊物 40首近体诗和词中有14首出错(37)。 

由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编辑发行的《一中学生》,5期刊物108 首近体诗和词中有 81首出错
(38)
。联系教科书中没有诗词创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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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知识,很难想象他们是“明知故犯”,而是当时的中学生确实普遍缺少诗词创作的基本知识。若真如学制及教科书中设定的那

样,这些人是学生中的少数有天赋者,那么其他普通学生的诗词创作知识就更加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与 20世纪 30年代之前的中

学生报刊里诗词几乎无基本错误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也有一些中学的校刊所登载作品几乎都是没有基本错误的,如位

于广东梅县的广东省立第五中学发行的《五中学生》、位于浙江杭州的之江附中发行的《之江附中学生自治会会刊》及位于上海

的敬业中学发行的《敬中学生》等。但这些其实属于两种特殊情况。 

一是一些校刊刊载的大多其实是教职员的作品,而这些教职员本身年龄较大,以前受过传统教育,因此自然就不会有太多错

误。另一种情况是刊物相关的学生中存在诗坛名家的后辈,他们因家庭原因具备很高的诗词素养,又担任刊物的相关工作,自然不

会让刊物出现上述错误。因此这些刊物不能代表一种普遍水平。反而是像《津汇月刊》这种投稿者以学生为主,且编辑发行也多

依靠学生自力的刊物,虽然水平较低,但更能代表当时的普遍情况。更何况,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的中学学生缺少诗词创作的基础知

识,即使在当时可能并不是绝大多数,但无疑是一种群体性现象,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巨变,因为在知识分子从小就接受诗词创作

的基本知识的前代,这种群体性现象基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相对地,在许多中学刊物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出现了很多关于诗词的论文。这些论文纯用白话写成,讨论的基本都

是文学史问题,篇幅较长,内容也较为多样,有个案研究,如《津汇月刊》上的《社会诗人白居易及其诗中的时代背景》《李白研究》
(39)等,也有比较研究,如《五中学刊》上的《李杜比较研究》(40)等,还有一些论题则更加宏大,如《津汇月刊》上的《词话》(41)、《广

州越山中学校刊》上的《诗词的源起》(42)等。当然,考虑到作者基本只是中学生,这些论文在内容上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

之处,有些文章的结论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而大部分文章与其说是论文,实际上是介绍性的文字。值得注意之处反倒是格式方

面。这些论文往往具有比较相似的基本格式,显示出一种对规范性的追求。一是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往往会进行分节,每一节明

确讨论不同的问题,如《李白研究》一文就被作者分为“李白的传略”“李白的资质及性格”“李白的作品产生的原因”“李白

的作品”“李白的批评”五部分分别进行讨论。 

其次是这些论文往往会在一节或全文的开头末尾处用一段文字特别将结论标示出来,而在此之前或之后则有大量的材料引

用和分析。如《社会诗人白居易及其诗中的时代背景》以及《陆游的诗》二文(43),作者在进行多方面的论述后,明确将最后一段

单独标为“结论”一节,又如《李杜研究》中的第四节“作品在艺术上的地位及影响”,在该节一开头就针对这一论题明确下了

一个结论,“李杜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不但不用典,少用陈言,并且用了许多方言俗语去表现清新自然的感情”,之后则围

绕着这一论断,大量将李杜的作品全文引用,作为材料进行分析来证明这一观点。从现在来看,李杜诗歌不用典这个观点当然不对,

但通过观察作者如何围绕这个不正确的观念来选取、分析材料,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当时他们写作时对论文的体例和脉络的追求。

类似的情况还有《词话》一文,作者在文章最后设计一个类似于结论的部分,并声明“将前面所举的实例来看,我们知道填词最要

紧的,是要有含蓄,绝不要伤风吟月地无病呻吟底做作。 

此外文体要新颖,词句要美丽,音韵要相切……”,但从前面来看,该文并没有要讨论“填词最要紧的问题”这一主题,只是

简单列举了几位词人及相关作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便是“将几个词家和他们的作品介绍来看”,甚至在最后还在介绍一些学填

词的书籍,显然只是一篇介绍性而非论证性的文字。但这种介绍性的文字,作者仍然按照论述性文章的规则在写,反而更能显示出

那时确实有一种学生们在追求的论文体制上的规范。联系这一时期的教学制度要求、教科书的编排及习题来看,报刊上这种具有

一定规范的诗词论文无疑反映了平时对学生进行诗词的文学史教学的成果,即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虽然大多缺少诗词创作的基

本知识,却对诗词相关文学史的研究具备一定了解。 

由此,近代纯粹的一般知识分子知识世界的实际面貌已经不难看出。尽管不少人仍然对诗词创作抱有一定兴趣,但在近代抑

制诗词创作的教学体制之下,他们毕竟普遍缺乏诗词的创作知识。相对地,由于近代教育体制对文学史的重视,并将其作为普通教

育的硬性标准,诗词史知识反而成为了他们知识世界中不会缺少的一类。 

四、结语:近代“一般知识分子”诗词知识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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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代教育制度、教科书与学生表现三方面的考察,可得出以下结论。在诗词层面,近代教育制度从清末开始就已经发

生了转变,过往知识分子必备的诗词的创作知识被排除出基础教育,而对应的教科书中也往往不包含诗词。与此同时,文学史知识

正式进入了基础教学体制,但此时的文学史知识并不包含诗词。在民国前期,诗词创作依然被排斥在教学体制之外,尽管教科书中

开始有各种诗词作品选入,但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教化而不是传授创作知识。 

到了民国后期,诗词创作在基础教学体制中不再被特别排斥,但仍居于附属地位,与此同时,文学史知识开始与诗词紧密挂钩,

诗词相关的文学史成为了一般教育中最主要的诗词教育目标,各种教科书中诗词课文及其习题等都呼应了这一改变。相应地,对

近代新式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在诗词层面,他们知识世界的必备组成成分,并不是诗词的创作知识,而是诗

词的文学史知识。诗词的创作知识往往只存在于那些因兴趣专门学习过的人以及专业知识分子的知识世界中了。总而言之,对于

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其在文学层面上的要求,已经由古代的“可以不关心诗词史知识,但不能不懂创作”变为了近代的“可以

不关心诗词创作,但不能不懂诗词史知识”。这一关键性的转变,对文学史发展有着全方位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文学史的个体层面来说,近代的文学精英——无论是创作方面还是研究方面,虽然大多数都是专业知识分子,但他们

毕竟也都是从一般知识分子转变而来的,一般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造成影响。目前学界对近代的这些精英进行研究时,注意

力往往放在他们成为精英之后,即使有对于其育成阶段的追溯,也大多只到其接受专业教育时。仅就一些民国的学术大师来说,依

照此前的成果,他们的研究能力似乎都是从进入大学接受专业教育开始的,或者依赖于所谓的“家学”。但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往

往在接受一般教育的时段,其相关学习就开始了。而且在这一阶段的学习,可能会比其它阶段有更加重要的背景作用,需要详细考

察。 

其次,从文学史的群体层面来说,诗歌相关的群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分化,诗歌实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古代,诗歌的

创作往往是其它诗歌实践的前提,一个诗歌的批评鉴赏者或诗歌史的研究者,往往首先必须是创作者,创作、批评鉴赏、诗歌史研

究,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知识观念框架内进行的。尽管也有诸如钟嵘、皎然、严羽这样被前人认为是不能作诗而能论诗者,但他们

的“不能作诗”,更多是指其作品已不可见,或作品水平较低,并不是真的没有诗歌创作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而近代教育使得这三

种实践被分割为了三种接触诗歌的方式,一般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互不相

关,但至少是相互独立的,知识分子可以单独进行其中一种实践,而无需以其它的实践为前提。 

这也导致创作者群体、批评鉴赏者群体与诗歌史研究者群体之间的重合度远远不及古代,横向上的创作者、鉴赏批评者与诗

歌史研究者之间,纵向上的一般知识分子与诗歌相关的专业知识分子之间,在诗歌的基础知识观念框架上往往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进而发生一系列的冲突碰撞。近代以来钱仲联、朱光潜等学者经常争论的研究诗歌是否需要懂得诗歌创作的问题,便是其中一例。

此外,虽然冲突碰撞广泛存在,但这些群体之间也往往会形成交流互动。一些诗歌相关知识,可能是由专业知识分子发现,但后来

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被一般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并使用,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知识。 

而反过来,一般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诗歌知识,也可能是其日后成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基础。以前面所提到的某中学生所写《社

会诗人白居易及其诗中的时代背景》为例,该文将白居易定义为“社会诗人”,并在分析其时代时用上了“统治阶级”“资本

家”“劳动阶级”等概念,这种做法显然不是这位高中生的原创,而是当时具有阶级斗争思想的文艺观的专业知识分子提出的。

但类似的这种观点被专业知识分子提出后,由于时代原因在受到一般知识分子认可并流传开来,故一位中学生也能撰文表达类似

的观点。因此,清末民国诗词实践的变化无疑是根本性的,甚至时至今日我们都深受影响。 

最后,从文学史的整体层面来说,过往的许多文学史叙事也值得重新检视。因为新文化运动通常被认为是决定新文学与旧文

学命运的分水岭,且新文学向来被认为通俗、大众,而诗词等旧文学则给人以精英、小众的印象,因此仿佛新文化运动过后,旧文

学就失去了群众,失去了生命力。但通过对以中学生为代表的一般知识分子文学活动的考察,可以看出,其实在一般知识分子之中,

至少诗词这一传统的文学样式,仍然有较大影响力。在他们的知识世界中,诗词仍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只不过由创作知识变成

了文学史知识。何况即使是创作,他们的兴趣也不低,至少从各类中学的校刊来看,诗词的稿件数量往往并不会比白话新诗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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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样式要少。这并不是因为编辑对诗词选得多,而确实是投稿量大,诸如《天府中学校刊》中编辑所言“近来收得稿件,数多诗

词”(44)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但由于缺乏知识背景,导致一般知识分子的创作虽然普遍却往往并不符合规范这种畸形现象。因此,

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旧文学的存在状况问题,仍然具有非常大的讨论空间。此外,在教育层面,诗词这一旧文学样式的地位早在新

文化运动之前就开始下滑了,较之其它旧文学样式也并不同步,而教育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传统叙事中强调新文化运动

决定旧文学命运的说法也值得反思。虽然教育及其它因素对旧文学命运的影响与新文化运动相比哪个更加强烈,以及二者之间的

具体关联,都还不能轻易做出结论,但至少可以断定,旧文学在近代命运的改变,绝不会仅仅由于一次文学运动孤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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